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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玉器在中国有着悠久的历史，经历了从工具到礼器，最终上升为文化符号的漫长发展过程。中国人很早就开始了对玉器的研究，宋代的吕大临在他的《考古图》中单列“玉器”一卷，详细地描画图形，考证出处，这是我国最早的关于玉器的系统记录；元代的朱德润撰有《古玉图》二卷，是中国最早的玉器专著；清人吴大潋所著的《古玉图考》，使用了结合古代典籍考证玉器的研究方法，是金石学的重要著作，对今天的玉器研究仍有重要的参考价值。 
　　当前，玉文化研究已经成为了一个多学科、综合性的领域，覆盖范围非常广泛，涉及哲学、艺术、宗教、历史学、地矿学、考古学等众多学科。在社会科学领域，历史学、艺术史和考古学研究尤为重要。历史学的玉文化研究，偏重于文献与器物相对照，研究目的以断代、考证为主；在艺术史领域，丰要是研究玉器的纹饰、造型、艺术风格、鉴赏等；考古学进入中国之后，开辟了玉器研究的新领域，出土玉器的类型学研究、古玉的质地研究、产地研究都极大地弥补了传统研究方法的不足，随着科技考古的发展，古玉的风化机理、微痕迹等研究也越来越深入。 
　　本文想讨论的玉器，是古代玉器当中非常特殊的一类，即改制玉器。所谓改制玉器，就是指经过再加工的玉器。从改制方式上看，一是经再加工恢复原器型，二是经再加工成为新的器型。从时间上看，主要有“初加工和再加工同时”和“初加工与再加工不同时”两种情况。需要注意的是，组合玉器和镶嵌玉器不能等同于改制玉器，虽然它们之间会存在一定的交集，但是从设计理念、工艺演变和器物发展等几个方面来看，组合玉器和镶嵌玉器均有各自独立的脉络，应当与改制玉器区别对待。 
　　既然是改制玉器，器物上必然有多次加工的痕迹，这对于我们研究古人的治玉工艺有很大帮助。同时，通过对比改制前后器形的变化，也可以分析出古人加工玉器的思路和设想，进而能够更全面地理解古人的玉器观念。更有意义的是，如果我们将所有改制玉器按时代脉络排序的话，就可以观察到改制工艺的演变过程，这可以为研究治玉手工业的发展提供有力的补充。目前针对古代器物的研究，太过注重对器物的描述，却缺乏从行业发展过程的角度来审视工艺演变的研究，这容易陷入知其然不知其所以然的闲境。具体到古玉器研究来说，因为玉器不像陶瓷器一样有窑址、窑具等遗迹，可以用来研究行业演变，所以古玉的工艺发展研究更多地只能依赖于对器物本身的分析。又由于玉器十分珍贵，所以选取一个合适的角度作为突破口至关重要，在这方面，改制玉器具有非常明显的优势。 
　　不论是在传世玉器还是出土玉器中，改制玉器都不罕见，但相比传世玉器来说，出土玉器所保留的原始信息更多一些。因此，本文主要以出土的改制玉器为讨论对象，通过列举不同时期的改制玉器，将其彼此进行对比，再结合同时期其他器物的比较，分析改制器物再加- -的痕迹，进而得出改制器物再加工的演变过程。可惜的是，无论是玉器爱好者还是研究者，日前对改制玉器的重视都很不足，这也正是本文选题的初衷所在。希望通过对改制玉器浅显的论述，能够引起更多的人重视改制玉器，研究改制工艺，同时也希望通过对各时期改制玉器的简单梳理，能够揭示出古人玉器观念中一些不易察觉的内容。 
　　改制玉器是在玉器从石器中分化出来以后出现的。虽然早在旧石器时代，玉器就已经伴随石器一起出现，但“从它诞生之时即与石器共存，其功能也与石器一致。在先民眼里玉器与石器似乎没有什么区别，这就是我们过去说过的玉、石俱在，玉、石不分的现象”[1]。那时的玉器同石器一样，经历着产生、使用、废弃的过程，因此没有改制的必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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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石器时代的改制玉器，同其他玉器一样，处在治玉工艺发展的初始阶段，改制方式比较简单。从目前所见的出土器物来看，基本上属于原器型破损，经再加工恢复本来器型的阶段。如重庆市巫山县大溪遗址37号墓出土的玉玦（图一，1）[2]和42号墓出土的玉璜（图一，2 ）[3]，即是这种情况。可以看到，这两件器物的断口不自然，并非人为截断，因此这是为了修复破损器物而被迫采取的改制。从工艺来看，均是在断裂而两端钻孔，再用其他物质连接。类似的器物在其他新石器时代文化中也可以看到，如安徽省毫州市傅庄遗址出土的大汶口文化玉镯（图一，3）[4]、广东省韶关市马坝石峡遗址出土的石峡文化玉璜（图一，4）[5]等。 
　　除了简单的钻孔连接以外，一些相对复杂的修补方式也已经出现。如浙江省海盐县仙坛庙遗址83号墓出土的崧泽文化玉璜（图一，5）[6]，是在断面两侧钻孔以后，又在两孔之间沿着玉璜本身的弧度琢出线槽。这样的处理方式可以使连接用的介质更紧密地嵌入到断面两侧，从而更加牢固。又如浙江省嘉兴市南河浜遗址96号墓出土的崧泽文化玉镯（图一，6）[7]，是在断面两端内侧用线锯切割法割出沟槽。这样不但更加牢固，还可以使连接介质嵌入沟槽里，不影响器物的美观。 
　　这种沟槽连接的方式，并非崧泽文化所独有，北阴阳营文化、凌家滩文化也都发现有类似的沟槽连接的玉器。如江苏南京鼓楼岗北阴阳营墓葬出土的玉璜（图二，1）[8]和安徽含山县凌家滩遗址出土的玉璜（图二，2）[9]。但是这两件器物的断面都十分平整，是一件玉璜断裂后进行了再加工修整，还是人为地将两件器物经一次加工组合成一件，还需进一步论证。 
　　由以上举例可知，新石器时代的改制玉器主要以被动改制为主，改制方法主要是通过钻孔和沟槽进行连接。值得注意的是，这一时期的先民们已经开始有意识地将材质相同的若干件器物加工成组合玉器。这些组合玉器有的和改制玉器很难区分，如北阴阳营文化玉璜和凌家滩文化玉璜；有的则区别十分明显，如新石器时代广泛存在的联璜玉璧。区分这一时期的组合玉器和改制玉器，主要要看器物的连接面是自然断面还是人工断面，如果连接面是经过人为加工的平整断面，则有可能是一次加工而成的组合玉器。
　　新石器时期的改制玉器，除了具有工艺原始的特点外，还有一个特点就是分布广泛。北到辽宁的红山文化（图二，3）[10]，南到台湾的卑南文化（图二，4）[11]全国各地的新石器时代文化类型均有改制玉器的出现。虽然这些文化类型出现的时间有可能相差几百年甚至上千年，但是从器物的表现来看，新石器时期不同文化类型的玉器改制水平是相差不大的。为什么会呈现这种现象？这是否说明了这些不同文化的先民们具有相类似的玉器观念？这些问题还需要我们进一步探讨。 
　　进入历史时期以后，玉器有了很大的发展，更为复杂的改制工艺和思路出现了。以妇好墓出土的几件改制玉器为例，玉块（图三，1）[12]和玉璜（图三，2）[13]应是由有领的璧环类器物改制而成的。从加工痕迹可以看出，龙形玉块首尾的切割口是在器身圆周刻线琢成以后才出现的，工匠就着原物的器型，对断裂处稍作加工，就使得一件有领玉环成为了一件生动的龙形玉块。一对鱼形玉璜的弧度一致，器身刻线的间距一致，原物残留的起领高度也一致，应是同一件有领璧环类器物破碎以后改制而成的。改制的工艺也不复杂，只是将器物两端打磨平整后加以钻孔，就使残器变为了新器。这三件玉器都是利用原器物的总体形态稍加改动，成为了新的器型，它们的原型可以参考安阳市花园庄54号墓出土的有领玉璧（图三，3）[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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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上三件妇好墓出土的玉器，其应用的工艺较新石器时代稍有进步，但并不复杂，之所以改制后呈现出不同的效果，是得益于改制思路的进步。这三件玉器完全是工匠对破损器物的再创作，是一种从被动修补到主动改进的思维变化。当然，这并不是说那种相对简单的改制方法已经被抛弃了，它仍然存在，如江西省新干县大洋洲商墓出土的玉块（图三，4）[15]，就仍然采用的是这种方法。 
　　实际上，后世的许多改制工艺，都不过是这种最原始的改制思路的不同应用而已。如云南省江川县李家山22号墓出土的战国时期玉镯（图四，1）[16]，整个断成了三段，每一段的两端都在内侧和横截面上钻有两孔，两孔之间有弧形的通道连通，而玉镯外侧表面并没有钻孔。这样将三段连接起来以后，从玉镯的外侧既看不到钻孔，也看不到连接介质，只有简单的连接痕。如此巧妙的设计和复杂的工艺，其实仍然是“连接”这一简单思路的演变。 
[image: image4]
又如湖北随州曾侯乙墓出土的金缕玉珩（图四，2）[l7]，从表面看，只是将两部分用金丝连接起来而已，改制思路十分简单，但仔细分析它的设计方法和工艺，却是非常复杂的。它应是由左右两个玉璜，分别经过一次和两次改制后，再连缀而成。详细论证可参见张昌平先生的文章《曾侯乙墓玉器的改制》[18]。 
　　这里我想说的是，工艺的发展总体来说是从简单到复杂，由原始向高级的，但是应用工艺的设计思路却并不一定遵循这一规律，往往越是简单的设计思路，要求的工艺技术越是复杂。而且不同地域的工艺演进程度并不同步，所以即便是在历史时期，也可能出现工艺复杂但设计思路简单的改制玉器。如曾侯乙墓出土的玉半琮（图四，3 ）[19]，它应用了另一种简单的改制思路——拆分。整件器物为一件完整玉琮对角分开的一半，上下有射，应是由一件玉琮剖开制成。其造型为两条龙，应用了圆雕、透雕等复杂工艺，并经过了精心的设计。 
　　综上所述，古代的改制玉器在设计思路上大体有连接、改型、拆分这三种情况；运用的工艺包括钻孔、线割、雕刻、打磨、抛光等。以时间脉络来看，工艺的发展呈现从简单到复杂的总体演变趋势，而创作的思路却并没有随着工艺的提高而愈发复杂化。但是要理解古代的改制玉器，仅仅了解这些内容是不够的，还需要进一步探讨古人制作这些器物的初衷和目的。 
　　玉器从古至今一直都象征着珍贵：对于古人来说，一是玉料难得，二是玉器难以加工，这从物质属性上就决定了玉器必定受到古人的珍视。再者，玉器能够带给人心灵上的愉悦感和舒适感，因此它与古人的精神世界结合非常紧密，祭祀、占卜、丧葬这些场合必定有玉器参与。进入阶级社会以后，玉器同宗法、礼制等社会组织规范联系在了一起，这更加深了它的重要性。自孔子以玉比德开始，玉器逐渐成为了象征中国人人性、品格、情操的道德符号，因此玉器对于古人来说，既是物质财富，也是精神财富。当某一器物出现破损的时候，古人自然会想尽办法挽回、保留、延续它的价值。 
　　从现有的资料来看，古代改制玉器很大一部分是古人对破损玉器的一种处理手段。不论是新石器时代简单的修复，还是各历史时期出现的被改变器型的玉器，其实都是古人希望使玉器继续具有存在价值的一种思想反映：也有一部分改制玉器并不是对破损器物的处理，而是对一些不合时宜的器物进行改造：每个时代都有各自流行的器型、纹饰和艺术风格，对玉器的理解也不相同，当某件器物不符合当时社会的审美或者风俗观念时，就有可能被改制成其他器物。 
　　基于以上原因，玉器改制工艺从玉器诞生开始，就一直伴随其发展。当我们沿时间脉络回顾玉器改制工艺时，可以发现这样一个现象：作用在器物上的工艺确实是愈发复杂和精细，而器物改制后呈现出的效果，却是愈发简化和趋于无形了。这说明，古代的治玉工匠在工艺水平尚低的时期，只能容忍改制后的器物具有再加工痕迹的“瑕疵”，而伴随工艺的不断提高，他们在追求着将这种再加工痕迹从器物上抹去，使器物看起来宛如天成，尽量弥合再加工器物和初加工器物之间的界限。这一方面说明了古人对玉器的理解总是以最接近自然的状态为上，另一方面也解释了前文提到的为什么工艺的复杂化并没有伴随着设计理念的复杂化。 
　　关于工艺，还有一点十分重要，那就是工艺的传播和传承问题。虽然从发展的角度来看，工艺是在进步，但我们不能想当然地认为工艺的传播和传承一定是经历了起源、发展、成熟，同时向同一时间的不同空间传播，以及向同一空间的后继时间传承。我们必须认识到，工艺的发展存在多元起源、多次起源、曲折发展等可能性，尤其在讨论史前时期各文化类型的工艺问题时，不能轻易地下结论。 
　　其实这种对器物进行再加工的改制工艺和理念，不仅仅存在于玉器当中，而是广泛地存在于中国古代各类物质文化之中。它不仅体现了古人的智慧，也体现了古人追求器物能够“子子孙孙永宝用”的朴素价值观。同时，对浑然天成的改制效果的追求，也是古人“天人合一”哲学思想的展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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